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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文標題的啟發來自於Okin ( 1998 )
與Kymlicka（1997）兩位當代法

政哲學大家的經典爭論，亦即Kymlicka

所主張的多元文化主義與Okin的女性主

義，兩理論之間是敵對的緊張關係，還

是可以並肩作戰的同盟友好關係？當

Okin立論推展多元文化主義有害於女性

主義運動，Kymlicka則是以再遺憾不過

的態度重申兩者應是關係密切的盟友，

因為兩理論都是致力於批評自由民主國

家所強調的形式平等，表面上看起來是

一視同仁，適用於所有人，但是實質上

只是保障了社會中主流文化族群的經

濟、教育與政治平等。此外，兩理論的

共同關切都在於社會中非主流文化族群

的處境，如同女性或是少數族群一樣，

都需要不同的對待方式，而且該優惠待

遇只適用於少數族群，並非其他社會成

員所共有，比如婦女保障名額與產假，

或是原住民族的考試加分制度與土地自

治權。

受限於篇幅，本文不擬討論Okin

與Kymlicka間的爭論，但是特別值得玩

味的是，就在Okin力陳多元文化主義有

害於女性主義的同時，身心障礙理論研

究者也指陳女性主義有害於推展身心障

礙理論研究（Silvers, 2009；邱大昕，

2011）。Okin並未代表女性主義來回應

此批評，但是就筆者對於女性主義的理

解是：女性主義者肯定以遺憾的態度來

主張兩理論間不該是緊張、敵對的不相

容關係，而是基本立場一致、同甘共苦

的友好同盟。更甚者，兩者除了基本精

神互通外，更應藉由彼此理論與實務的

優點以相互輝映，亦即從女性主義面向

來深化身心障礙理論研究的理論面，更

能從身心障礙理論研究面向來反應女性

主義的種種盲點（Silvers, 2009）。此

據，本文包含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將循

女性主義
有害於身心障礙理論研究嗎？

文｜吳秀瑾｜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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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女性主義三波發展軌跡，簡要說明其

與身心障礙研究的敵對緊張關係。第二

部分將說明即使兩理論間存在著緊張敵

對的關係，卻也絕非無法化解與調合。

究其實，兩者能夠彼此增益，以它山之

石來豐富各自理論。

一、女性主義與身心障礙理論
研究的敵對緊張關係

若要理解為何身心障礙研究者會

抱怨女性主義是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的

阻力，可以從女性主義三波理論發展的

歷史中看出端倪。以19世紀末到20世紀

的70年代為第一波女性主義而言，此階

段強調男女本質上相同，重視女性在法

律、教育、社會與經濟的機會平等，伸

張兩性平權外，挑戰社會既有的「男主

外、女主內」性別刻版印象。女人的角

色從「成功男人背後一雙看不見的手」

轉變為「女人撐起半邊天」，在此同時

也興起立基於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墮胎合

法化與道德正當性的論點。第一波女性

主義者如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將女人屈居於男人的第二性歸因於女人

內囿於家務，可見讓女性獲得超越性的

自由就必需立基於女性身體自主權，藉

由墮胎減少女性沉重的家務負擔。但

是，當女性要求墮胎合法化與道德正當

之際，身心障礙研究者所感受到的是，

正常的胎兒已是女性照顧者的負擔，更

遑論先天與後天異常的老、弱、病、殘

等家庭成員，更會是照顧者的沉重負

擔。第一波女性主義所面臨的婦女身體

自主權與胎兒生命權的利益衝突，也深

刻地反映在照顧者權利和身心障礙的被

照顧者權利間的利益衝突。對於第一波

婦女解放運動而言，身心障礙的被照顧

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對於後者而

言，被看成是家庭與社會的沉重負擔是

以社會所界定的健康、正常與獨立為標

準，將此族群歸類為病態、不正常與依

靠，從而歧視、醜化與孤立身心障礙

者。

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於20世紀80

年代之初，往後二、三十年間更是百家

爭鳴。此階段的女性主義轉而挑戰主流

的（道德、科學）知識生產與文化價值

觀，不再以男性特質（如超越、獨立、

理性）為人類衡準，以價值重估的方式

回過頭來肯定女性和世界打交道的照顧

活動與其相應的實踐智慧，才是知識與

科學的發端與源頭。第二波中又以關

懷倫理學和立場論為重要的代表性理

論，在兩理論的剖析下，分離式知識

（separate knowledge）充分反映出男性

免於照顧勞務的社會先決條件下，從而

得到自主性與獨立性為人格同一的首要

價值，強調不受外力（家庭、教育與社

會習俗）干涉的思辯，擅長於敵對的批

判思維，以形式化、抽象、先驗與超越

的原則推論，發揮克敵制勝的英雄式征

服行逕。反之，關聯式的認知方式與母

性思考相關，顯示女性本於照顧勞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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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與相互依存的生命世界及社會實

踐，擁有在乎周遭人物的感受力，傾向

於從處境裡的具體脈絡中進行多方溝通

來避免傷害（Gilligan, 1982；吳秀瑾，

2006）。第二波女性主義指出女性（母

性）的道德和認知能力不僅不該被主流

價值貶抑為婦人之見，反而因處於既邊

緣又中心的雙重社會地位──亦即女性

照顧活動既是維繫社會安定秩序的中心

支柱，卻又是權力的邊緣──所以女性

的認知能力能夠更確實地理解社會全

貌，掌握主流意識型態所刻意忽略、

或視之不見的社會關係的矛盾與衝突

（Harding, 1991；吳秀瑾，2005a）。婦

人之見可謂不折不扣的真知灼見！

但是，當第二波女性主義重新肯

認女性（母性）的知識優勢之際，身

心障礙研究者所認知的是第二波女性主

義中瀰漫的母親典型；套用台灣當前流

行歌曲「家後」（妻子），傳神地表達

出普世皆準的女性楷模，除了嚴重排擠

其它不同的婦女經驗與其異質、不融貫

與矛盾的邊緣弱勢生活方式外，也間接

歧視無法成為母親的女性身心障礙者

（Silver, 2009）。再者，身心障礙研究

者還指出：當今社會對於女性身心障礙

者想要成為母親的種種嚴苛法律限制，

就是立足於母性典型的判準──女性身

心障礙者已是家庭與社會中的沉重負

擔，如何還可能成為夠格的母親？對第

二波女性主義而言，依靠者要撫養依靠

者將是照顧者的雙重負擔，更需要推展

照顧的社會化來因應。相對地，對於身

心障礙研究者而言，（女性）身心障礙

者的各項權利持續被第二波女性主義窄

化、矮化與漠視，包括以照顧者認為是

好的方式來片面地強加於身心障礙者

（Silver, 2009）、以法定代理人的監護

之姿來全面決定（女性）身心障礙者在

結婚、生育與處理財產的各種權利等

等。

第三波女性主義和盛行於90年代

的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與後殖民主

義串連，強調前兩波女性主義所根據的

男女本質論述並非源自於先天不變的特

質，而是歷史建構的產物。既然本來就

無所謂給定的本質，生理性（sex）／社

會別（gender）／性別角色扮演三者之

間並無必然因果鏈，成為什麼樣的男女

是遊戲式的、開放的、多元與流動的。

此外，第三波女性主義不再依循前兩波

以西方白人女性菁英生活經驗為主的準

則，轉而標榜差異政治，呼籲對於多

元、異質、不融貫與矛盾的邊緣弱勢族

群的身分認同，以肯認與尊重來取代容

忍，不再獨尊西方的知識霸權。

顯然，對於身心障礙研究者來說，

第三波女性主義的差異政治應是推展身

心障礙權利的最佳搭檔。然而，深究差

異政治所強調的多元、異質、甚至是彼

此矛盾的邊緣弱勢位置，肯認差異的文

化承認至多只流於口號，難以從差異中

建立共識，更無法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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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強而有力的政治動員與訴求，進

而得以達成實質的經濟再分配與法定權

利的保障。此據，當第三波女性主義的

差異政治強調尊重與肯認之際，身心障

礙者所面臨的往往是多元與異質團體間

對於有限社會資源的排擠效應。再者，

只是基於結構上皆處於邊緣與弱勢的相

似處境之社會現實，無法凝聚跨越差異

的團結力量，身心障礙者所期盼的經濟

再分配與各種法定權利保障，依然遙遙

無期。

二、女性主義與身心障礙理論
研究的互見性

綜上，身心障礙研究者對於女性

主義的不滿，絕非無的放矢。但是，兩

理論間的緊張敵對關係也絕非無法化解

與調合。究其底蘊，兩理論間可以互通

的基本精神遠多於分歧。兩者的密切

性在於：女性主義所發展的重要概念也

同樣是身心障礙研究理論的基本精神；

相對地，身心障礙研究的知識優勢可以

開拓女性主義在經驗與實務上的偏狹與

限制。以下將根據兩理論間的互見性

（Silvers, 2009）來闡明，雖然身心障礙

研究者認為三波女性主義無助於推展身

心障礙人權，但是身心障礙研究者也承

認其理論深深受惠於女性主義所發展的

重要概念，舉其大者如：依靠關係優先

性、信賴的非契約模式、能力平等的分

配正義與弱勢者的知識優勢。以下將逐

一簡要說明這些重要概念的內容外，亦

將分析身心障礙研究如何深化與推展這

些重要概念的實質影響，進而開拓女性

主義的視野。

(1) 依靠關係優先性

（關懷）女性主義主張人是（社

會）關係的存在，獨立自主的個人源自

於依靠他人的扶助──嗷嗷待哺的幼

兒、需要陪病的急症或慢性患者，行動

不便、無法自理生活的身心障礙者，如

果沒有旁人的照顧，滿足他們的基本需

求，這些依靠者將無法獲得起碼的生命

品質，甚至無法存活。依靠關係優先性

的概念扣緊了人類生命處境的實然面，

人人並非最終都能自立，即便是後來學

會獨立，也必須仰賴照顧者在成長之初

的養育。所以依靠必定是關係詞，預設

了人是互相依靠的，依靠關係優先於獨

立性，而且依靠的生命處境是生命的常

態，而非例外（Kittay, 1999；吳秀瑾，

2005b）。根據互相依靠為優先性的關係

理路，身心障礙研究和女性主義紛紛批

評倫理與法政理論中的基本預設：以健

康、理性、自主與獨立性為主，以個人

（你、我、他）的人稱立場為先，從而

自願選擇進入某些（對等）關係。由於

Rawls對立法者的基本預設是獨立、理性

與自主意願為前提，忽略了人人是依靠

的常態性，從而漠視社會應本於依靠關

係優先性來建立正義原則，而非僅將依

靠視為間接與後續立法的議題（Sil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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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綜上，以依靠性為生命常態深刻

地影響身心障礙研究，身心障礙者不必

再以獨立、理性與自主為根本衡準。深

切體會生命處境的依靠性後，身心障礙

者也得以擺脫正常與獨立的種種迷思，

不用再處處逞強以表現自身的獨立性；

比如力克‧胡哲（Nick Vujicic），《人

生不設限》一書作者，在公開演講時必

然支開扶助他的人，表現出即使身體殘

障，依然獨立與自主，顯然很多如他者

也需要學習公開地擁抱一路陪他走過來

的照顧者。再者，從依靠性挑戰社會中

對於身心健全的獨立性迷思中，身心障

礙研究可以不再僅以疾病與醫療模式來

看待身心障礙，從而將批評焦點轉移於

社會的機構與體制無不是以身心健全者

的動線來規劃，凸顯社會的歧視制度才

是身心障礙者的心頭大患。

(2) 信賴的非契約關係

依靠關係的核心是信賴，並以信

賴的非契約關係來批評法政哲學中向所

標榜的契約關係。契約道德預設人人基

於獨立、自主與平等，自願訂立各式道

德協定並承當相關義務。此外，契約道

德是建立在以獨立性為主的「成年男性

間純屬生意上與公共事務的往來，這些

人背景大抵相同，（權力）平等但不親

密」（Baier, 1986；吳秀瑾，2006）。

相對地，依靠信賴中，照顧者和身心障

礙者處於各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中，不是

與權力少的人（老弱病殘與小孩）相

處，要不就是面對權力在握的人，因此

以平等為主的契約道德根本無法反映出

親密關係中各種不對等與依靠性。此

故，信賴更強調不對等的權力（老幼弱

病殘與動物），著重於親密關係間的依

靠性而不是彼此的獨立性。

由於依靠關係的成立多半不是兩者

間基於自願的默契與交換關係，因此各

種依靠的親密關係很難以套用自願加諸

己身的義務來理解。信賴的非契約關係

顯示了人際關係並非根據明文的契約、

履行事先同意的諸種義務。信賴不是商

業交換，而是基於愛、恩情、慷慨、贈

與的禮尚往來。信賴的禮尚往來並不是

給一分就要償還一分的斤斤計較，更不

是欠債還錢的公平交易，而是根本地超

越了經濟市場的交換關係，不能用金錢

來量化；施的一方不求回報，回報的一

方是出於感恩，而不是迫於償還的義務

（Baier, 1986；吳秀瑾，2006)。

顯然地，信賴是身心障礙者和周遭

親友的關係模式，信賴不是契約、非自

願、非形式，身心障礙者必須仰賴照顧

者以促進自身的健康與成長，並且深信

照顧者能夠審慎判斷如何照顧才能促進

其福祉﹔相對地，照顧者基於愛與恩情

來善待身心障礙者，共同攜手努力推展

家務照顧的社會化與改良社會的種種無

障礙設施。當照顧者在現行相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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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扶助下，仍能夠加意促進身心障礙

者的福祉之際，對於照顧者愛心與善意

的回報就是被照顧者開懷的笑臉與溫暖

的眼神。此據，身心障礙者不妨把照顧

者脫口而出的抱怨：「身心障礙是沉重

負擔！」看成是缺乏社會扶助下照顧者

的勞累破表指數，而非照顧者對於身心

障礙家屬的歧視。此外，多數女性的產

前篩檢以及墮胎選擇，也可以解讀為是

不忍心讓身心障礙的胎兒成長於疾病與

社會歧視制度的雙重煎熬中，而非是懷

孕婦女對於身心障礙胎兒的歧視。

(3) 能力平等的分配正義

女性主義者普遍主張分配正義應

該建立在能力平等上，以別於資源平

等與福祉平等的主張（Kittay, 1999；

Nussbaum, 2006；吳秀瑾，2009）。能

力平等者主張資源與物質所產生的實際

能力。此外，每個人將資源轉換成基本

能力的轉換率因人而異，比如：孕婦需

要更多的食物才能達到與常人一樣的基

本營養；或是假想一個行動自如者和一

個需要坐輪椅的人同樣有錢，而在一個

沒有無障礙空間的社會中，兩人的能力

不平等，因為坐輪椅者無法自由進出

公共領域（Nussbaum, 2006；吳秀瑾，

2009）。再者，主張能力平等的政府也

不會獨尊平等，從而讓所有社員在各種

能力上都要力求平等，而是確保社會成

員要有最起碼的基本能力，如果缺乏這

些必備的基本能力的話，將會喪失人之

所以為人的尊嚴。Nussbaum（2006）就

具體列出人所應該具有的基本能力，包

括食物、健康、身體的完整性、情感、

親密關係、對環境的主控權；以上基本

能力是社會福利政策努力的目標。

能力平等的理念也深深影響身心

障礙研究，因為除了強調照顧者的基本

能力平等外，更要兼顧身心障礙者的基

本能力平等。Kittay（1999）進一步想

要從依靠關係中去建立交錯的能力平

等，在關係中個人選定某種生命型態與

其相應的功能組合，必定受關係中其他

人的生命型態與其相應的身體功能組合

所影響。所以交織的依靠關係顯示：不

同的依靠關係下，就會有相對不同的交

錯能力平等的功能集合，關係中功能協

調要能夠極大化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自

由功能，還要能夠有充分空間讓依靠關

係成長。再者，每個依靠關係因其特性

來決定哪些是重視的功能以增進其福祉

（Kittay, 1999；吳秀瑾，2005b）。

(4) 弱勢者的知識優勢

上文指出立場論批評主流的科學與

認知模式無非本於男性的特質，標榜價

值中立、不涉人身與全知。反之，立場

論主張真正的客觀是要能夠認知到知識

是有其社會脈絡，認知主體根據其社會

脈絡中的價值觀進行種種判斷。除了不

能認同以主流男性經驗為普世衡準外，

立場論者更進一步立論（女性）弱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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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知識優勢，因為越是處於弱勢（社

會）地位的團體與族群，該團體與族群

就越是具有認知的獨特位置（Harding, 
1991﹔吳秀瑾，2005a）。以勞工而言，

勞動者看似是社會的底層，實際上是社

會關係與秩序的關鍵；相對地，資方表

面上是社會的中流砥柱，但卻是從依附

與剝削勞動者而來。同理，女性的社會

地位是雙重的，既是維繫社會安定秩序

的中心支柱，卻又是權力的邊緣。換言

之，立場論主張女性因處於邊緣又中心

（重要）的雙重地位，對社會秩序而言

是陌生的她者，由於被排擠於主流統治

制度和其概念架構外，所以其生命場域

可以提供一個有利的瞭望角，看清社會

秩序形成的因果關係。再者，女性長期

處於壓抑地位，缺乏動機去維繫主流統

治制度，更不能對社會安定之機制一無

所知，因此所謂婦人之見才更具洞見與

批判性，即便是主流統治制度崩解，

亦無損失（Harding, 1991；吳秀瑾，

2005b）。

知識脈絡與弱勢者的知識優勢也

深刻地啟發身心障礙研究。當哲學家以

「不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來界定有

意義的人生時，（關懷）女性主義者則

代之以「不奉獻的人生是不值得活」；

以上兩種價值觀所伴隨的認知能力皆立

足於特定與標準的身心狀態，從而排斥

了其它不同的生命形態。既然邊緣弱

勢的社會處境是知識的立足點與必要

條件，那麼身心障礙者既是弱勢中的

弱勢，又是中心的雙重位置，（她）他

們的生命經驗絕對是瞭望現行社會運作

的制高點。就弱勢中的弱勢而言，身心

障礙者被視為無法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

活，而且（她）他們的生命也被看成是

無法善盡家庭與社會責任，從而也被剝

奪社會參與的機會。另一方面，身心障

礙者卻又是最為重要的核心，因為身心

障礙更能彰顯人類生、老、病、死的生

命常態，健康與獨立只是生命之河中相

當短暫的階段。

從身心障礙所佔據的雙重位置來

看，各式各樣的身心障礙差異中，都會

眾口同聲地指向反省與奉獻的人生外，

還有其它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型態。身心

障礙的人生不僅值得活，也不會比無身

心障礙者的生命遜色（Silvers, 2009)。

此外，除了古今中外多的是身心障礙者

所留下的卓越貢獻，如貝多芬、舒曼、

梵谷等，身心障礙者在社會邊緣角落的

無聲貢獻往往被主流社會所忽略與漠

視。最後，越是理解各種身心障礙的生

命經驗與認知特質，如盲人的敏銳聽

覺、自閉兒的絕佳記憶力與躁鬱症者驚

人的藝術創造力等，再再顯示主流社會

所信奉的標準身心狀態既片面又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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